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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海外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影响
———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

刘 　 佳

摘　 要：《剑桥中国文学史》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史显著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叙述体例的革新、经典的解构和重

构、对物质文化的重视以及语言风格四个层面。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西方“文学文化史”观及后现代主义、解构主

义在文学史编撰中的有效实践。 “文学文化史”观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

“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即是对西方文学史观的呼应。 中国本土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开始

从“文学文化史”的视角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进行改革、创新、解构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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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剑桥中国文

学史》英文版本。 该部文学史由海外知名汉学家、
哈佛大学宇文所安（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教授，耶鲁大学

孙康宜（Ｋａｎｇ－ｉ Ｓｕｎ Ｃｈａｎｇ）教授主编，汇集了对中

国文学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十多位英美学者、教授联

合编写，是海外中国文学史类书籍中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系统、完整，极富创新精神。 ２０１３ 年，《剑桥中

国文学史》中文译本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引起文

学史界专家、学者及学习者极大的研究和阅读兴趣。

一、《剑桥中国文学史》与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差异

《剑桥中国文学史》与传统中国文学史相比，差
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叙述体例

中国传统文学史的书写发轫于 ２０ 世纪初，以林

传甲、黄人分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为标志，其后

出现了四次文学史编撰高潮，涌现了数百部各类文

学史著作。 这些文学史著作大都采取按历史朝代编

年分述的叙述方式，如“先秦文学” “两汉文学” “唐

代文学”等。 这种严格按照朝代更迭记叙文学史的

方式，人为地切割了文学史发展阶段，很大程度上肢

解了文学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使文学史变成了“断
代史”。 其不合理性在于，文学虽然是社会历史发

展的一部分，但其并未随政治体系的改变而完全断

裂。 下一时期的文学与上一时期的文学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尤其是朝代初始期的文学往往是上一朝

代文学的延续。
《剑桥中国文学史》打破传统中国文学史按朝

代纪年的叙事传统，按照文学属性和特质及文化现

象的起讫作为文学史阶段划分的基本标准。 如《剑
桥中国文学史》把两汉、两晋、两宋的文学割裂开

来，将其分置于不同的阶段，从而出现了西汉与文学

的开端期相连，西晋与东汉相随，东晋至初唐作为一

个文学史期的文学年代叙述体例。 又如在中国文学

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唐代文学。 传统中国文学史往

往把唐代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记叙唐代文学，有些

文学史纪年更详细，再细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文学；《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东晋到初唐”划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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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历史阶段，而把晚于唐朝政治元年 ６１８ 年的 ６５０
年作为“文化唐朝”的开端。 第四章“文化唐朝”的

编写者宇文所安认为，这样分段的理由是，６５０ 年之

后才出现南北文化大融合，因此，６５０ 年之前的唐朝

文学不应属于“文化唐朝”的范畴，而应隶属于前

朝。 这种分类方法显然打破了严格的朝代纪年文学

模式，而以文学的特质进行了更合理的划分。
传统中国文学史另一个显著的叙事体例是以诗

歌、散文、小说、戏曲等体裁进行文类划分，然后细述

各个文类的特征、发展。 从形式上看，这样的中国文

学史只是互相独立的文类的堆砌，无法展现文类的

关联性。 《剑桥中国文学史》摈弃了传统中国文学

史的文体文类模式，采取编年叙事的范式，保证了文

类的完整性和互文性。 它以时间顺序贯通文学发展

的历史轨迹，从空间维度进行文类间的平行和影响

研究，保证了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互融和承继。
２．经典界定

传统中国文学史在对某一时期的文学进行记述

时，通常采用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阐释。 这样的文学史呈现的是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

的独舞，“主流”之外的“小众”作家、作品没有机会

登上这个舞台。 《剑桥中国文学史》纠正了中国本

土文学史只关注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偏颇，给予非主

流文类、作家、作品更多的关注，并且对传统中国文

学史界定的一些经典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构。
关于经典的解构和再构，最显著的例子是《剑桥

中国文学史》对中国传统“四大名著”的解读。 以

《水浒传》为例，传统中国文学史，如游国恩等主编

的《中国文学史》 （１９６３），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

史》（１９９９），从思想、艺术以及政治等多个方面阐述

了《水浒传》的影响与价值。 但《剑桥中国文学史》
只简要介绍了《水浒传》在英雄观上的创新，并未对

其艺术成就和社会功能加以阐述。 “从经典价值的

角度上看，《水浒传》在我国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崇

高权威和价值，无疑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被大大

消解了。”①

《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消解还

表现在其对女性文学的关注方面。 《剑桥中国文学

史》关注女性，重视女性文学，彰显女性主义，反抗男

性霸权。 一般能够进入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女性文学

家多为大家耳熟能详、认可度较高的女性，如李清

照、丁玲、王安忆等。 《剑桥中国文学史》并未对这

些在中国本土著名的女性作家进行大幅描述，而是

挖掘出更多被历史和学界忽略的“不知名” “小众”
女性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并用更大的篇幅对她们

进行详细介绍，甚至在第二章专门论述了青楼文化

与女性文学的关系。 这种挖掘和关注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经典”，全面反

映了女性文学的成就；并且与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文

学和文学家抗衡，为女性和女性文学争得一席之地。
３．物质文化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物质密切相关。 虽然物质

不是文学的必备条件，但缺少了物质做载体，文学的

流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刀刻文字出现之前，文学

停留在口头文学的层面，人们通过口口相传，以讲故

事的形式传播文学作品。 口头传播的文学不能保证

故事源本在多人相传后依然保持原貌，有时甚至出

现情节或结局与故事源本完全相左的情况。 这种没

有物质做载体的文学发展缓慢，不易保存和流传。
文学的物质载体出现后，文学发展速度加快，刻在石

头或骨头上的文字为人们提供了阅读固定文本的机

会，也使得文学可以流传后世。 但这种物质载体不

方便携带的缺陷也限制了文学的快速流通和发展。
手抄本出现后，文学阅读更加便捷，文学以更加快捷

的速度传播，加快了文学发展的步伐。 但手抄本的

缺陷同样存在，手抄过程中的笔误会改变文学的原

貌，造成谬传，甚至手抄者因个人好恶而故意改变或

删减原有文本的情况亦时有发生。 印刷技术的发展

和印刷业的繁荣给文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

机，不仅宫廷而且普通民众亦有机会第一时间阅读

到新鲜的文学文本，文本流传的速度大增，文本的稳

定性得到保障，文学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

展。 由此可见，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学史类书

籍只有厘清了文学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才能更明晰

深刻地阐释文学发展的脉络。
传统中国文学史并不关注文学与物质的关系，

关注更多的是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其中提到的

文化多是政治、精神文化，在关涉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时，多指文学与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关系，鲜有对

文学与物质文化关系的阐述。 而《剑桥中国文学

史》清楚地认识到了物质对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因
此注重文本的物质载体，重视文学与物质文化的关

系。 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等在该书中均被置以较

重要的地位，占据大段篇幅。 例如，上卷第一章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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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早期中国文学时，论述了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对

商周文学发展的影响；第三章中阐述了手抄本文化

对陶渊明诗歌传播的功能。 而下卷的明清文学也论

证了手抄本文化对《红楼梦》后世流传的影响，印刷

文化对《水浒传》 《三国演义》等文本流传的助推功

效，以及印刷文化如何推动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在

民间的流传。
４．语言风格

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总体上包括文学家及文学产

品，他们在被文学史类书籍编撰者叙述时均“不在场

域”。 文学史的叙述对象“不在场域”，“他者”的描

述有时就未免显得疏离，甚至产生理解偏差。 因为

“他者”叙述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能客观、全面地

揭示被叙述对象的意图、观念、感受。 对于文学史阅

读者来讲，与被叙述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或
者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也容易造成阅读的偏差或情

感上的疏远。 怎么解决读者和阅读对象的时空、政
治、情感距离，拉近他们的心理距离，文字无疑是最

有效、最便捷的桥梁和手段。 此时，文学史行文的作

用就会凸显出来。
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一部语言晦涩、难以

理解，一部行文流畅、通俗易懂，它们给读者造成的

阅读体验无疑是迥异的。 语言通晓流畅的文学史更

易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愉悦读者的阅读心理，有助

于提高读者的欣赏理解能力；学术性太强、语言过于

艰涩、意义过于隐蔽的文学史往往使读者望而却步，
敬而远之，最终人为疏远或流失了现有或潜在的阅

读者，使文学史变成“象牙塔”或“殿堂”里的专有产

品。 显然，这不利于文学史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了文学及文化的发展。
传统中国文学史，无论是集体编写还是个人编

著，其用途和走向多用作高校教材，受众为汉语言文

学、比较文学或英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或用作专业参

考书服务专业学者。 以此为受众和编写目标的传统

中国文学史，学术性便成了其最核心的目标和追求。
因此这类文学史著作行文严肃庄重，书面语居多，出
于权威性考虑，极少使用“可能”“大概”“也许”之类

模棱两可的话语，反思较少，史料较多，因为这样才

能保证其“实证性”和“历史性”，不易引起质疑或产

生分歧。
作为对中国文学文化感兴趣的汉学研究专家，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们编写该书的初衷是，

使英语国家读者有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学的机会，在
普通大众中普及中国文学知识，扩大中国文学的影

响力。 他们在编写之初即明确其面对的“主要对象

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②。 因此，编撰者们放

弃了艰涩难懂、严肃古板的语言体系，更加注重可读

性及趣味性，采用轻松、活泼、幽默、口语化的语言风

格，以说故事的形式表达文学史上的各种现象，深入

浅出，雅俗共赏，以吸引读者，博得读者喜欢。③如宇

文所安在“文化唐朝”一章，用讲故事的口吻，对“文
化唐朝”的文学文化娓娓道来，在轻松、诙谐的气氛

中拉近了读者与叙述对象及编写者的距离；商伟在

“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章节以玩笑的方式调侃明

清文学及“四大经典”，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轻松接受

编者所要传递的知识和表达的思想。

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观与学术思想

《剑桥中国文学史》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史

的差异及独特性质，并非偶然。 这是西方文学史观

在文学史书写中的体现，是西方学术思想长期浸润

的结果。
１．“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观

《剑桥中国文学史》采用“文学文化史”的文学

史观对文学进行叙事。 “文学文化史”思想并非该

书独创，在此之前，它在西方学术界已流行将近 ３０
年，该书只是西方“文学文化史”观在中国文学史编

撰方面的有效实践。 《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

宇文所安曾言，“该书文学史观念的形成源于‘历史

主义研究和考证’与‘文学理论领域的新发展’的有

效结合”④。 这种“文学文化史”思想受新历史主义

及文化研究学派影响颇深。 近百年来，西方学术世

界的史学经历三次重大转向：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
再到新文化史学。⑤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传统史学受到新

史学的挑战，８０ 年代新史学又被新文化史学取代，
“１９８９ 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论文集《新
文化史》的出版，揭橥了新文化史研究典范的正式形

成”⑥。 此后，“文化转向”出现在各类研究中，包括

文学、历史甚至社会、经济等领域。
具体到文学史自身的发展，２０ 世纪 ６０ 至 ７０ 年

代，结构主义盛行，其时的文学史关注的是文本内容

分析以及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关系阐释。 之后，学界

的研究出现明显的变化，学者们意识到必须从文化

的大视域中来阐述文本的意义，于是文学研究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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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变得多层面、多角度，从文本内部走向文本外

部，实现了“外向化”。 文学史编写者及阅读者都不

再只满足于文本的“内部”，他们更关注文本产生的

根源和接受状况，以及同一时期不同文本之间的关

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逐渐地，“文学史”变得越来

越像“文学文化史”。
在传统意义上，文学史被解读为 “文学的历

史”，出发点和着眼点均在“历史”。 而实际上，文学

史关注的应是“文学”而非“历史”，“历史”是“文
学”发生、发展的社会语境，“历史的文学”才是对文

学史的正确释读。 既然文学的社会语境是“历史”
视域的，那它就很宽泛地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个层面。 文学离不开文化，它在文化中产生和嬗变，
受文化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丰富着文化的内容。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长期浸淫于海外

中国文学研究及西方学术思想之中，自然会受到“文
学文化史”观念的影响。 他们在撰写文学史时，贯彻

这种文学史观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文学放在文

化的连贯语境中加以阐释，而非人为地进行时代分

割。 在上文有关《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体例特

征的相关论述中，对宇文所安撰写的“文化唐朝”部
分进行的时期划分已作了介绍。 而事实上，该书的

大部分章节均以大文化背景进行文学叙事分段，并
且各段以文化背景为纽带联系紧密，毫无突兀和断

代之感。 北宋部分的编写者艾朗诺在访谈中曾经表

示，宇文所安把唐朝以后的五代以及宋朝开始的几

十年均归类于唐代，他完全认可和同意，“因为宋代

最初的五六十年，事实上还是之前文学的一个延续。
所以，我写宋代文学史，并不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
而是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也就是从欧阳修、范仲淹

他们写起”⑦。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下卷的分期不是明代开

始的 １３６８ 年，而以 １３７５ 年为分水岭，更是对“文学

文化史”思想的完美阐释。 １３７５ 年，诗人高启被皇

帝朱元璋处死，明朝开始了文化清剿运动，文人受到

严酷诛杀，一时整个文学界噤若寒蝉，开始了中国历

史上有名的“洪武年代”。 这样分卷，就把中国文学

史放在了中国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 这样分卷，在
时间上也更接近于“剑桥文学史”系列其他国别文

学史的记述时间 １４００ 年。 之前已经出版的《剑桥俄

国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
开始记述的时间大都在 １４００ 年左右，因为此年文学

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中世纪英国

最伟大的诗人乔叟去世。 通过这样的分期，《剑桥中

国文学史》不仅把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的文化事件相

连，而且将其置于整个人类文化背景中，与西方文学

发展中的文化背景进行比较，使读者更加明晰中国

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的关系。
２．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

《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原有“经典”的解构及“新
经典”的建构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及解构主义思想。
后现代主义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出现于西方社会的一

种哲学思想和泛文化现象，它反对传统的“历史真

实”概念，认为“客观存在”只是一种“理论假设”，检
验真实的标准是个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伦理要求。
福柯和德里达创立和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刻地

影响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各个领域。
传统史学方面，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下，衍生了许多新

的研究视角，新文化史的视角即是其中之一。 新文

化史观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促成了

它们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亦使人们更好地理

解它们的复杂性、矛盾性，以及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

的紧密关系。⑧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消解和重构，注重

的是“解构”和“破坏”，以打破既定的规则和秩序然

后建立新的规约为核心。 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表

现在文学文化领域，即是对 “经典” 的解构和 “再

构”，影响及推动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及文学史造

成一定程度的瓦解和消融。
“经典”的“解构”和“再构”一直是学界和史界

久盛不衰的话题。 以色列学者佐哈尔（Ｚｏｈａｒ）在其

多元系统论（Ｐｏｌｙ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中提出“经典与非经

典”这对概念。 佐哈尔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的多元

系统论主要针对文学研究领域，９０ 年代他又将多元

系统论从文学研究扩展至文化研究，演变成文化研

究理论。 文化是个多层次系统，层次间有不同的结

构关系，内部各系统间亦存在结构关系。 文学是系

统，文学史也是系统，任何文化及社会现象均可以被

当作系统看待。⑨

佐哈尔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上，
把文学系统扩展为多元系统，在此多元系统中，“各
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

（如文化、语言、文学、意识形态等）应被视为系统而

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样这些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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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被充分理解和研究”⑩。 佐哈尔认为，任何多元

系统都与整体文化及整体内其他的多元系统相互关

联，多元系统中的元素或者子系统之间不是孤立的

关系，研究这些现象时，须将其与系统内其他子系统

或系统外其他相关系统联系起来，才能发现它们的

发展规律及与外界的联系。 多元系统的各因素之间

相互关联，它们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变化造成多元

系统中各子系统或者各元素间地位的不平等，一些

处于中心，另一些被排挤至边缘，且永远处于相互争

夺中心的状态。 这种动态变化的理论是文学及文学

史“经典”解构和再构的理论基础。
佐哈尔认为，“‘经典’是指那些被文化系统内

的主流阶层所接受的文学创作模式和文学产品，这
些有影响力的模式或产品被社团所保持并成为历史

传承的一部分。 同理，‘非经典’即是指被权力阶层

排斥的文学创作模式、文学产品，这些模式或产品通

常被社团遗忘，除非他们改变它们的位置”。 “经
典”通常位于中心；“非经典”通常处于边缘，且是动

态变化的。 因此，“经典”与“非经典”是非固定的、
可以互相转换的。 故而，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所

说的“经典”与“非经典”并非指文学史中流传下来

的文学名著或者不重要的文学产品，而是由系统根

据社会需要人为建构起来的“经典”或“非经典”，是
“经典化”了的产品或生产模式。

历来学界对“经典”的评定标准不一，但经过多

年的学术论争，在前期关于“经典”理论的基础上，
现在学界对“经典”的解读、评定一般分为两类。 一

类是文学意义上的“大经大典”，这类经典文学性

强，反映普世的价值观及人生体验，可被多角度解

读，但评介方向大体一致，地位经久不衰，属于静态

“经典”，如《荷马史诗》 《奥德赛》 《莎士比亚全集》
等即属此类。 一类是人为建构的“经典”，即被“经
典化”的“经典”。 这些经典在刚出现时并不是“经
典”，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所知，随着许多

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文学产品被“经典化”为“经
典”，即佐哈尔在多元系统中表达的“动态”经典。
关于“经典”的概念，其源语意义最能表达其内涵和

外延。 “经典” （ ｃａｎｏｎ）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此
为第一类“经典”，即静态“经典”，也是“经典”要表

达的原始意义。 而如今在西方人们提及“经典”时，
更多地习惯用“ ｃａｎ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来表述，人们更愿意接

受或相信所谓“经典”大都是“动态的” “经典化”的

“经典”，即人为建构的“经典”。
《剑桥中国文学史》秉持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

义思想，对中国文学“经典”进行了充分的解构及重

构。 两位主编宇文所安和孙康宜是这两种学术思想

的积极实践者，他们在论文、论著及访谈中，曾多次

表明自己对所谓“经典” “中心”建构不合理性的质

疑。 宇文所安认为，盛唐不是李白、杜甫一两个伟大

诗人的历史，文学史不是经典的颂歌，应该努力挖掘

未曾被关注的作家及作品，将一部分研究精力从主

流的、中心的、经典的作家作品那里转移到以往被忽

略或被边缘化的“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身上。 故而，
他在“文化唐朝”章节中对僧人寒山及女道士李冶

给予充分的关注。 孙康宜同样反对“把一个文学史

变成了一个文学英雄的集锦”这种文学史书写方

式。 因而，他在“明代前中期文学”一章用专节论述

了“女性形象之重建”，体现了对被边缘化的女性文

学的高度重视。 在以前的文学史中，“女性作家基本

上被忽略，即使被收入也是放在最后一个部分”。

三、海外文学史观对中国当代“重写文学史”的影响

《剑桥中国文学史》正是在“文学文化史”观念

的指导下，以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为阐释手段，对
原有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消解和重构，描绘出了跟

传统中国文学史不一样的特色画卷。 但这些学术思

想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在“文学文化史”观
照下，以后现代的思想、解构的手段书写文学史的方

式，影响了世界文学史的格局，当然也包括传统意义

上的中国文学史。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重写文学

史”的思潮一定程度上即是受到西方这些学术思想

的启蒙。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和苏联等先于中国开始

了“文学史重写”活动。 １９８６ 年哈佛大学出版《重写

美国文学史》，正式揭开了美国“重写文学史”的序

幕；１９８７ 年苏联《文学问题》杂志刊载了大量曾经被

禁的作品，倡导“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引发了一次

全国性的大讨论。此后，中国也展开了“重写文学

史”的热烈讨论。 中国的“重写文学史”有广义和狭

义两种理解，广义上是指新时期伊始，学术界对中国

新文学的性质、功能、潮流、现象以及作家作品的再

认识；狭义上“是指《上海文论》从 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开

始至 １９８９ 年第 ６ 期开设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以及

由此引发的论争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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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不是简单的修改、补充，而是从源头上、
根本上进行某种意义的“颠覆”和“破坏”，破除原有

的规约，再建新的体系。 《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
专栏主持人明确表明，“重写文学史”是“重新研究、
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
“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重写的目

的是为了“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陈

思和指出，“重写文学史”是“作一次审美意义上的

‘拨乱反正’，这对于前一次在政治意义上的‘拨乱

反正’，应是一个新的层次上的反复”。 “重写文学

史”的倡导者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重写的问题，他们认

为，“重写”的最重要方式和手段是摈弃以往惯用的

政治、思想评定标准，使文学产品回归人性和启蒙，
挖掘其内在的文学性和审美性，“‘重写文学史’，原
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

各种文学现象”。
在“重写文学史”浪潮的冲击下，学者们从不同

视角对具体怎么重新评介以往的文学、重新定位它

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做了多角度、多层面的

阐述和分析，“解构”了大量“经典”，挖掘、建构出新

的“经典”。 “十七年”时期一些被誉为文学典范的

作品和作家被重新评价，“缺乏文学审美性，政治痕

迹明显”等问题被评论者们挖掘出来，成为批评对

象。 与此同时，以往被边缘化的作家、作品被重新估

定其价值存在，从“小众”走向“大众”，从“边缘”移
位“中心”，如沈从文、钱钟书等。

在此轮中国文学史“重写”过程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重排大师”活动。 丁易在 １９５５ 年出版的《中
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将鲁迅定位为“新文化旗手”，
郭沫若为五四文学的典范，茅盾为革命文学家，以此

确立了“鲁、郭、茅”的地位。 唐弢在 １９７９ 年出版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保留了“鲁、郭、茅”的地位排

序，又增加了对巴金、老舍、曹禺的介绍，至此确立了

中国 ２０ 世纪主流文学史教科书的大师排序“鲁、郭、
茅、巴、老、曹”。 钱理群在 １９８７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

文学三十年》中加大了对老舍、巴金、曹禺的叙述比

重，还专门增设了艾青、赵树理章节，将大师排位演

变为“鲁、郭、茅、老、巴、曹、艾、赵”格局。 钱理群等

在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中，又改变了大师的排序格局，调整了艾青与赵树理

的排序，把沈从文单列一章排在曹禺之前，大师排序

演化为“鲁、郭、茅、老、巴、沈、曹、赵、艾”。

随着文学家和文学产品被解构和再建构，学界

关注的目光开始由实践转向理论，文学史观取代物

质意义上的文学产品成为学人研究的中心，新文学

史学诞生。 文学史学研究注重虚、实两个层面，建构

什么样的文学史观与建构的实际操作手段分别是这

两个层面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文学史理论的研

究，成果丰富，流派众多，观点各异，其中最受关注、
最具影响力的是“文学文化学派”。 这一学派认为，
文学是“文化的文学”，文化建构文学，文学反映文

化，只有在文化层面上研究文学，才能发现文学丰富

的内涵及文学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 显然，此时

中国的“文学文化派”受到此前西方“文学文化史”
思想的影响，西方先于中国开展的“重写文学史”的
活动正是基于“文学文化史”的理念进行的。

文学史理论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把理论运用

于实践成为必然趋势。 “重写文学史”的理念逐渐

付诸实践，学界开始重新编撰文学史。 文学史类书

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学者、学生、社会读者面前。
当然，这里的“新”不仅指新出版，更多地指向新理

念、新内容、新形式、新视角。 如在当时比较有代表

性的三部文学史新著，如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

史》、赵明的《先秦大文学史》、林继中的《文化建构

文学史纲（中唐—北宋）》，就与当时已有的文学史

风格迥异。 “这三部文学史新著是从宏观角度，从文

化建构的总体着眼，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文学史

的成功尝试。”

“重写文学史”理念提出初期出现的“重写”文

学史著作，“带有很大的实验性质，因此大多只是断

代史或分体史”，如上文提到的王钟陵、赵明、林继

中的著作。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起，“重写文学史”
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 该阶段“重写”的文学史无

论在宏观整体构思还是微观文学史料整合上都更加

成熟和理性。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章培恒、骆玉明

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

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

及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这些“重写”
的文学史或秉持西方“文学文化史”的观念把文学

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阐释，或从后现代主义出

发，对“经典”进行消解，对“非经典”进行重构，与西

方“重写文学史”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在实践上互

为补充，在时间上前后呼应。
除了宏观思维的革新，“重写文学史”落实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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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实践上，更为具体地表现在叙事语言形式和风格

的变化上。 传统中国文学史因为多是作为教材编

写，故而多为书面语，学术性强。 相较之下，西方文

学史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更为活泼、恣意，不少文学

史以讲故事的形式轻松与读者进行着对话。 在西方

文学史这种叙事风格的影响下，传统中国文学史学

术性的书面语言风格体系开始松动，一些文学史家

在编撰文学史时，开始尝试在某些部分采用口语化

语言进行叙事，有时不乏幽默、调侃，拉近了与读者

的距离，消融了读者与文学主体的陌生感。

四、海外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启示

西方“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观，依托后现代主

义思想，常常以解构的方式对传统文学史进行消解

和重建。 这种文学史书写方式极富创新性，对传统

文学史书写产生了有力的冲击，同时这也是一种有

益的借鉴。 “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观是引发中国

当代“重写文学史”浪潮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实践

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史的革新及“重写”。
“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观虽然具有较大的先

进性和创新性，但也并非完美。 其对传统的过分解

构甚至否定，容易造成学界及读者群体的困惑和对

文学文化历史的认知偏颇。 在该学术思想指导下诞

生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的地

方，如对“经典”与“非经典”的分类有时略显混乱、
章节体例不统一等。 本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只有既

不崇洋媚外，也不故步自封，而要取长补短，吐故纳

新，扬尘留精，唯有如此，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成为

既与世界文学史接轨，又反映中国特色的“经典”文
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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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影响———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


